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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

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而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

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

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

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

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

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

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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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科学领域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同是政治科学下面的次级学科。一般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

领域。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各国的国内政治，主要关注选举政治、政党运行、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结盟、公众态度变

迁、政治精英作用、行政官僚机构、政治稳定、政治效能、政权合法性、政治认同、国内政治经济关系等领域。[1]国际关

系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国家间政治，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国际冲突与和平、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制度与规范等。从已有研究来看，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国家在这两个学科中

的不同功能。在比较政治学中，国家是一个为各政治行为体提供选择和激励的背景系统，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则作为构成

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出现。[2]与传统的强调两学科差异性的观点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即近十余年来西方比

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明显的接近趋势。在对两学科理论路径趋同的表征、实质以及原因进行阐述之后，

本文试图对这一合流趋势的中国意义进行探讨。 

 

一  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 

目前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美国科罗

拉多政治学教授马克·利希巴赫（Mark I. Lichbach）和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兰·朱克曼（Alan S. Zuckerman）主编的《比

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一书的框架体例中。[3]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主要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

其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教授马格丽特·利瓦伊

（Margaret Levi）将理性主义的产生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的经济转向”。[4]具体来看，理性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行为者以最

大化其利益为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和行为。该流派习惯运用数理模型并力图实现解释的精确化，并主要着眼于研究个体行为

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研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选民投票、革命运动、联盟政治、政治经济学、制度形成和变迁以



及国家构建等。从方法特征上看，理性主义试图从诸多个案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通则。 

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5]文化主义试图把

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分析重点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其所关注的问

题涉及集体认同、社群传统、道德观念、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该流派习惯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进行实地观察和田野

走访，力图精确地描述特定案例，强调具体案例的情境以及运行模式，反对将特殊案例与一般性解释联系起来。文化主义在

研究时常常提供非常详尽和细腻的调查文本，但这种研究由于其在抽象和归纳上的缺乏以及在其他案例中的适用性不足而常

常受到质疑。 

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

果。[6]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关于这一特征，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用“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来表述。[7]该流派强调对案例进行系统的加工和比较，其关注的重点是供个体思考、

活动和选择的环境秩序。结构主义关注的具体内容包括大规模过程（国家构建、战争、现代化、工业化、社会分化、人口流

动、阶级变迁等）和政治制度（正式政治制度和非正式的规则）。就方法特征而言，结构主义更为关注事件与过程之间的因

果关联，并试图将这一关联抽象为普遍性理论。当然，在理论抽象的过程中，特殊案例群的选择是其分析的关键。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也基本呈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现实主义主要包括传统现实主

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等分支流派。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特征而言，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将其界定为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权力和大国关系的重要性等三点。[8]出于下面统一分析的

考虑，笔者对吉尔平的表述略加调整，将现实主义的共通要素界定为：第一，国际政治的冲突性本质。第二，国际体系（无

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的结构性影响。第三，国家作为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 

对于自由主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将其分为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复杂自

由主义四种。[9]就自由主义的特征而言，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将其表述为如下三点：（1）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交往

（如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国际制度）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2）国际政治实际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同时个

体行动者在国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3）日益增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相互依存正在弱化国际政治的冲突性。[10]为

与前文对现实主义的总结相一致，本文将自由主义的要素总结为：第一，国际冲突的有限性和国际和平的可控性。第二，个

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国际结果的构成性影响。第三，国家、社会团体、商业公司、公民都可以成为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 

就建构主义而言，约翰·鲁杰（John Ruggie）将其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三种。鲁杰认

为，新古典建构主义以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基础，主张将沟通行为理论、进化论的认识论等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以尼古

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和玛莎·芬尼莫尔（Matha Finnemore）等为代表；后现代建构主义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行为主体的语言性建构和社会科学的话语霸

权本质，以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为代表；自然建构主义以科学实在论为理论基础，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认识论的一致性，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11]在鲁杰的分类提出之后，建构主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

发展。例如，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在《现实建构主义》一文中，将温特的建构主义称为自由建构主义，并与此

相对应地提出强调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特征的现实建构主义。[12]尽管建构主义存在多个分支流派，但是笔者认为建构

主义在以下特征方面还是较为一致的：第一，国家间文化与国际冲突之间有密切关联。第二，国际结构与个体行动者存在互

构的关系。第三，与自由主义相近，承认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二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政治学中形成的三大理论流派与国际关系学中的三大理论流派之间出现了接近的趋势。具体而言，

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上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

一致性。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表述学科特征的三个重要向度。在哲学意义上，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学



说。[13]就更为宽泛的社会科学而言，本体论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质的理论体系。因为不同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所以各学

科的本体论观照也明显不同。认识论是探讨存在与认识关系的学说，涉及人类认识的本质、认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

生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认识论分为五种：机械的反映论、能动的反映论、新实在主义的一元论、

批判实在主义的二元论和建构主义认识论。机械的反映论和能动的反映论都属于反映论。反映论一般认为，物质第一性，意

识第二性，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机械的反映论把认识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直观的、映射式的反应。能动的反映论在承

认认识对象的先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又承认认识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新实在主义的一元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和关于对象

的认识是一个整体。譬如，当我们看花时，关于花的认识和花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元。批判实在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意识和存

在是相互独立的二元。在意识中呈现的知觉内容不是对象本身，也不是外界事物的真实反映，而只是求知外界事物的工具。

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来自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皮亚杰认为，人的认识结构是机体结构在演化过程中自然

发展的结果。机体结构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各种水平的同化和顺应，不断地变化、丰富和发展起来，最后达

成认识结构。[14]方法论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一般方法的学问，关注人们用何种方式和方法来观察事

物和处理问题。方法论可以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向度上来考察。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才是社会的真实本体和社会分析

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社会是个体行为的集合和关系组合，任何社会现象都需要最终还原为个体和个体行为

来进行解释。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产生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社会系统的宏观法则以及个人在整体中的作用中演绎

出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集中考察社会制度和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15]简言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分别解释三个

问题，即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用什么方法认识世界。 

结构主义关注政治系统中的正式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宏大历史结构，旧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

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成果都表现出这一宏观的研究取向。现实主义关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对国家行

为的决定性影响，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都坚持这一结构性影响对个体的构造性功

能。因此，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强调宏观结构对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只不过其关注的结构层次不同。结构主义关注国

内政治中的国家社会结构，而现实主义则关注国际政治中的国际体系结构。理性主义偏重研究公民及其团体的个体选择对政

治过程的构成性影响，理性投票模型、政治联盟分析、集体行动逻辑、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都表现出这种研究

偏好。自由主义同样将个体作为其假设的核心，把国际互动的基本单位还原到社会团体、商业公司和公民，并强调这些单元

的理性选择对国际结果的影响。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国家中公民的理性选择对战争的遏制作用，贸易和平论突出跨国公司的

利益实现对国家间冲突的消解和调停功能，而制度和平论暗示国际组织在冲突管理和信息沟通方面的优势。因此，理性主义

和自由主义都偏重分析单元的理性选择对政治结果的构成性影响。文化主义侧重分析社会成员个体间文化的作用，如加布里

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关于公民间文化的跨国比较研究、爱德华?班菲尔德

（Edward C. Banfield）对南意大利城镇中农民以及群体间文化的研究等。[16]建构主义重点分析国家间文化与国际冲突的

密切关联。譬如，主流建构主义致力于建构安全共同体来消解国家间的冲突性，现实建构主义则强调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关键

在于明确何为他者（敌人）。整体来看，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偏好分析单元间文化的作用，同样，两个理论流派间的差别

也主要出现在分析的层次上。 

在认识论上，结构主义认为人类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结构的囚徒。人类无法改变现实世界，而只能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

现实政治中一些恶的问题如权力压迫、经济腐败、地位不平等等都是不能完全根除的。现实主义则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而和平是战争状态的间歇。弱现实主义主张人类智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战争的

频率和烈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而强现实主义持有更加悲观的观点，甚至将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视为一种负相关关

系，譬如工业现代化决定性地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核技术的发展又使得世界濒临毁灭的深渊。整体来看，结构主

义与现实主义都持有一种机械主义的反映论观点，都认为人类的认识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同时人类对物质世界除了顺从

之外无能为力。理性主义强调人类可以理性地认识政治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经验总结和反思性学习把握政治世界中的客观规

律，并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规律发生的情境来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条件，从而可以消除现实政治中的一些丑恶问

题。自由主义同样突出人类在国际政治中的能动性。人类可以用理性构建的国际制度限制或消解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并通

过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各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如国内社会般的良善秩序状态。简言之，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持有一

种能动的反映论，都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文化主义认为不存在一种对现实世界普遍的和静止的认识。

不同群体的文化是认识不同世界的工具，而任何认识都处于一种个体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之中。在文化主义看来，任何所谓的

政治规律都是虚妄的和不真实的。政治事实需要放在文化的情境和互动的过程之中来理解。建构主义认为，作为施动者的国

家与作为情境的国际体系结构存在一种互相构成的关系，而国际政治的理解需要放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之中。总之，文化主义



与建构主义都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都强调文化和过程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 

在方法论上，结构主义表现出整体主义的特征，其研究往往是从整体主义出发，关注整体对个体的影响。在具体方法

上，结构主义偏好全球的或大过程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比较。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

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便是这些方法的综合展现。专制与民主是横跨全球范围和横贯人类历史的一组经典对应概念。

在分析中，摩尔使用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多国案例，关注平等、能力、分化、认同、参与、贯彻和分配

等多变量在农业社会以及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证明了民主进程与权力结构变化两者的因果关联。 同样，现实主义也是一

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与结构主义有相同的取向，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人、国家与

战争》一书中的分析。人、国家与战争这样的主题本身便展现出一种宏大的过程。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华尔兹试图考察人

性、国家内部结构以及国际体系这三个变量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华尔兹的基本结论是，人性无论善恶，国家不分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只要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即各主权国家彼此不存在从属和支配关系，战争便可能发生。[17]理性主义

则持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其研究往往从个体出发，关注个体对整体的构成性作用。理性主义在具体方法上偏好经济学和

博弈论的分析模型。理性主义学者多数本身就是经济学家或有经济学学习的经历，其分析的特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比较政

治中的问题。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特征基本一致。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自由主义的研究如公

共外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内政治分析等往往从公民或社会集团出发。在研究方法中，自由主义对经济学模型和博弈论

也多有喜好，譬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运用博弈论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合作问题。[18]文化主义的方法论

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一方面，文化表现出一种主体间性，这意味着文化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间的互动构成了文化

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化表现为一种整体的意义，并且作为个体选择的背景产生影响。在具体方法上，文化主义偏好田野调

查、特殊案例分析和诠释学方法。班菲尔德、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的研究都表现

出这样的方法特征。建构主义对文化的同样关注也决定了其方法论特征处于整体与个体之间。在具体方法上，建构主义同样

偏好特殊案例的分析，譬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其著作中《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

卫队》的分析。[19]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通约努力对两大学科的比较造成了一些干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内部，三大流派之

间出现了通约的趋势。一方面，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部分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假设。自由主义中最主流的规制

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而只是把无政府状态界定为“国际关系中

缺少明显的政府特征”，同时，这一学派所强调的国际制度本身也具备一些结构主义特征。[20]主流建构主义者如温特也接

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同时只是把结构界定为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即国际行为体的共有观念，而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物

质性结构相区别。[21]另一方面，主流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吸收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假设。华尔兹在构建其结

构现实主义框架时将理性主义的要素包含其中。[22]温特在提出建构主义时也接纳了理性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23]尽管国

际关系理论的内部通约为两大学科之间的理论通约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两大学科子流派的对应关系还是明显的。从原初的

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更接近，[24]而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更接近。 

表1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比较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结构主义 宏观结构（国

家社会结构）

的影响 

机械的反映论：人们只能适应现实世界，

但无法改变现实世界。现实困扰人类的政

治问题难以彻底根除 

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在

具体方法上偏好全球的

或大过程的比较、多案

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

关联比较 

现实主义 宏观结构（国

际体系/国际无

政府结构）的

影响 

机械的反映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

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

具体方法上偏好全球的

或大过程的比较、多案

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

关联比较 

理性主义 单元（公民、

社团或政党）

能动的反映论：人们可以理性地认识政治

世界。通过对规律的发现，可以改善社会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

具体方法上偏好经济学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在这里使用了“趋近”而不是“通约”，这表明两大学科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整体来看，这些

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第一，从研究的问题领域来看，国际关系学更为宏观，而比较政治学则更为微观。第二，在各自

的学科领域中，三大流派出场的相对顺序不同。譬如，理性主义在比较政治学中出现得较晚，[25]而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

中出现得较晚。第三，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更加趋向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的融合，这一点与比较政治学中三

大流派的泾渭分明相区别。第四，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较比较政治学更清晰。国际关系学的每一次理论发展都与学科界限的

划定联系在一起，[26]而比较政治学经常被批评为“学科界限模糊”。第五，就成果发表而言，比较政治学呈现出相对衰落的

趋势，而国际关系学则更为兴盛。以学术期刊为例，西方学术界关于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刊物有两本《比较政治》

（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它们都在1968年创刊，是比较政治学

黄金十年的产物。但在此之后，比较政治学几乎没有标志其学科独特性的刊物创刊。[27]相比而言，到20世纪60年代末时，

国际关系学也仅拥有《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等刊物，但之后，带有鲜明国际关系学科特征的刊物不断涌现，其中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刊

物如《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千禧年》（Millennium）等。[28]整体而言，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比比较

政治学更成熟。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理论流派不断的内部分化以及相互辩论上。每一次理论发展和辩论的出现都在一定

程度上加固了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促进了本学科内理论范式的通约，也推动了本学科知识的创造和发表。 

 

三  对趋近原因的解释 

 

对于西方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趋近的原因，本文提出如下几点：第一，这两个学科都有一种内在的跨学科

性，而这两个学科的三大流派划分则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理论路径的一种经典划分。比较政治学本身就较为关注宏阔的政治

社会领域，而且其方法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美国政治学家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特色在于

它重新焕发出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兴趣，促使学者们在更大的领域里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政治的特性、政治的相关事物在相对

更大的范畴内进行概念界定。[29]同时，比较政治学不只具有实质性内容，同时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

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30]国际关系的跨学科性则体现在其内容观照的广博性及其对其他学科知

识的兼容并蓄上，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美国学者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对国际关系理论内容的分类上。赖特以理论和

应用为横轴，以抽象和具体为纵轴，把国际关系理论中涉及的内容分为四个区域：在理论和抽象交叉的部分包括心理学、社

会学和伦理学等科学内容，在应用和抽象交叉的部分包括政治、殖民政治、组织、法律、经济、通讯、教育等哲学内容，在

理论和具体交叉的部分包括地缘学、人口学和技术学等历史内容，在应用和具体交叉的部分包括战争艺术、外交艺术和对外

关系行为等内容。[31]从这些总结来看，国际关系学几乎包含了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侧重点主

的理性选择 的道德和物质条件，从而使社会进步成为

可能 

和博弈论的分析模型 

自由主义 单元（次国家

行为体/国家）

的理性选择 

能动的反映论：人类可以理性地找到国际

冲突的根源。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国际

社会也可以实现如同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

具体方法上偏好经济学

和博弈论的分析模型 

文化主义 单元间（公民

间或公民社会

组织间）文化

的作用 

建构主义认识论：个体选择与作为个体选

择背景的文化之间处于互构的关系。要认

识政治现象，关键在于对政治互构过程的

把握。 

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

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

田野调查、特殊案例分

析和诠释学方法。 

建构主义 单元间（民族

国家间）文化

的作用 

建构主义认识论：作为施动者的国家与作

为背景情境的国际无政府结构存在互构关

系。要把握国际政治的实质，关键在于对

国际政治建构过程的理解 

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

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

特殊案例分析和诠释学

方法 



要是国际层面或全球层面。 

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经典分类。马克?利希巴赫（Mark I. Lichbach）认为，这

“三种理想类型的研究传统— —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活跃于当代比较政治学，正如它们活跃于整个社会科学

界”。[32]“贝茨、斯科特和斯考克波尔绝对可以看做社会科学中理想型研究流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传统都共享一种本体论、

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科学哲学。”[33]整体而言，“理性主义者进行静态比较的实验，文化主义者生产诠释性的理解，而结构主

义者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备选哲学”。[34]从整个社会科学范围来

看，理性主义传统由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创，主张个体理性、实证研究和微观

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最为活跃。结构主义传统由马克思开创，强调比较历史、因果动力和宏观分析，在政治学领域中占据

主导地位。文化主义传统由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

创，强调案例诠释、身份认同和中观分析，在社会学领域中拥有强势影响。 

第二，学科交叉大趋势下其他学科对政治学的全面渗透，导致政治学分支学科理论特征的趋同。学科交叉的原动力来自

学科领域的相对局限性和学科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一些学科如经济学由于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丰厚而集中了较为

密集的学术人才，但同时其传统研究领域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这些学术人才出于学术生存或发展的需要，而被迫用学科殖民

或学科嫁接的方式创造知识。这种知识创造最终导致了学科交叉的方法论革命。学科交叉有两种：一种是用本学科（A学

科）的知识方法去占领其他学科（B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是经济学家，但其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领域或管理学领域的问题。另一种是用其他学科（B学科）的知识

为本学科（A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如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营养为经济学找到另

一种重要的要素— —制度，从而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35]在这两种情形中，创新者的初始目的都是获取其在本学科

中的地位，但客观上会造成效果的外溢或反哺。譬如，A学科知识对B学科的进入导致B学科产生方法论上的革命，从而激励B

学科去深入学习A学科的知识。再如，B学科对A学科的给养会使得B学科的自信心大增，从而引导其加速对A学科知识的学习

或诱发其对A学科进行更为深入的殖民。学科反哺的例子清晰地体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中。经济学从政治

学（结构主义）的制度分析中借鉴知识，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最后又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式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推

动。社会学从政治学（结构主义）的历史分析中汲取营养产生了历史社会学，[36]而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又为结构主义的新发

展提供动力。 

具体而言，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三大流派的形成都是其他学科侵入导致的结果。譬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结构

主义是最为传统的路径。理性主义的兴起表现出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学的进入，而文化主义的兴起则体现为文化学和社会学对

政治学的进入。再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是最为传统的路径。自由主义的兴起部分表现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

博弈论）对国际关系学渗透的特征，而建构主义的兴起则完全表现出社会学进入的态势，致使一些研究将这一态势表述为

“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学转向”。[37]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学科或强势学科的冲击中，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表现出整合后相似的特

征。 

第三，这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内容也在接近。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层次在上升，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层次在下降。由于

跨国政治系统和全球政治系统的进一步实体化，一些新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都成为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内容。

例如，在传统意义上，欧盟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者占据的领域。欧盟研究中主流学派— —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

都是国际关系学者。[38]然而，伴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愈加以一种治理实体的面目出现，而关于欧盟民主、合法性

以及内部权力制衡的问题的探讨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因此，比较政治学因应时势进入欧盟的研究之中，这主要

体现在治理学派和宪政学派在欧盟研究中的兴起。治理学派将欧盟视为一个多层网状的政策共同体，而民族国家政府、欧盟

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和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参与并对决策施加影响。宪政学派认为，欧洲的宪政设计是欧洲

未来发展的保证。欧洲宪法、代议制民主、欧洲政党竞争、欧盟主席直选以及欧洲公民权保障是欧洲一体化未来的方向。

[39]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马克·波拉克（Mark Pollack）在对欧盟理论进行梳理时认为目前欧盟研究出

现了三大理论流派：国际关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治理理论。[40]波拉克把宪政学派等同于比较政治学理论，并把治

理理论作为单独的流派，而笔者更倾向于将治理学派和宪政学派都归于比较政治学理论之中。但无论哪种分类方法都可以看

出比较政治学对欧盟研究的介入。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层次在下降。[41]华尔兹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的研究层次提升到国际结构层面，即侧重分

析国际无政府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



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从体系结构层次向国内政治甚至公民个体层面回落。被主流国际关系冷落的问题如国内政治过程、

国家制度结构、利益集团、选区政治、公民社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等重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线，而这些问题与比较

政治学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学科的确立是国际关系“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而目前的研究态势来看，国外大量的

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开始重新强调政治学的作用。譬如，防御现实主义者如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着手从国内因素来考

察国家对外扩张的行为；[42]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兰道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力图从政府能力和国家的内部结构来

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43]共和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民主和平论”本身就强调国家的民主程度（西方式民主的标准）与

国际冲突的相关性；[44]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

响；[45]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新葛兰西主义强调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国内历史集团追求利益的结果；[46]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

阿姆斯特丹学派认为，跨国资产阶级在洛克心脏地带（Lockean Heartland）之内和之外争夺霸权的战争，取代了世界政治

的传统形式，而更多表现为“全球国内政治（global domestic politics）”的形态；[47]多层治理理论将全球治理视为民族

国家、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和共享权力的多层治理体系。[48]这一新的趋势可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政治学

回归运动”。[49]比较政治学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国际关系学研究层次的下降，一起构成了政治学领域结构层次的双向运动。

而这种双向运动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密地整合成世界政治。从世界政治的整体视角来分析，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

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交叉在一起。只不过比较政治学更多地关注偏下层次的世界政治，而国际关系更多地关注偏上层次的世界

政治。 

 

四  对中国学科建设和政治实践的意义 

 

从学理上讲，理论合流趋势将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这

两个学科的建设已经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作为西方经典的主流著作大多都

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中国学界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介绍也越来越完整和公正。然而，中国学术界对本土比较政治

学知识的构建还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尽管严强和杨雪冬等学者撰文呼吁中国比较政治学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和学术特色，

[50]但从目前的成果来看，这样的目标还远未实现。国际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要比比较政治学更兴盛和成熟。例如，西方学界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也会很快被介绍进来，[51]而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在西方的重要杂志上发表有影响的理论

论文。[52]然而，与比较政治学情况相类似的是，虽然在2004年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愈加热烈，[53]但中国学派构建的

任务似乎还任重而道远。仅有少数学者尝试用中国特色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外交问题，[54]或尝试从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或思

想中提炼新的国际关系理论。[55] 

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在两大学科的合流趋势中寻找到新的机会。在目前的世界政治

中，有两个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合流的学者来解决：一是欧洲一体化问题，二是中国和平发展问题。[56]欧洲学界在欧洲一体

化研究中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合流研究，而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中国学派来完成。和平发展的内涵由和平和发展两

部分组成。和平是国际关系学关注的重点，发展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从字面意义来看，和平与发展概念的组合本身便

意味着两大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中国关于和平发展的研究中，两大学科主要在各自的视域内对其进行探讨，如国际关系学

重点关注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软实力、中国责任、国际格局之间的关系，[57]而比较政治学更为偏重和平发展与现代化、

科学发展、政治制度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58]从两大学科合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了一些，[59]但相对有限。

更重要的是，仅有的合流研究也主要是在宏观概念层面上展开的。笔者认为，更具价值的合流研究应该出现在具体的问题领

域中。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如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等。[60]但整体而言，这样的成果还不甚丰富。  

本文认为，在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中，有两大问题亟须两大学科的合流研究：第一，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之间的相容性。这一问题的根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证中国崛起的和平性。然而，目前“中国威

胁论”中最主要的论点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简言之，西方将中国定义为“非自由民主的国家”，然后由民主和平论反推出中国

崛起的不和平性。[61]如何驳斥和破解这一在西方颇有市场的论调？中国学者传统上习惯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有效性，[62]但

事实上民主和平论已经深入西方公众、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深处。因此，对这种论调的进一步批评，需要比较政治学的介

入。比较政治学需要向西方证明和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种。虽然在许多制度设计上有别于西方，但中国的

政治制度中也存在大量诸如权力制衡和协商决策等民主要素。这一过程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构建也有推动作用。要实现上述



的证明任务，中国的比较政治学需要在借鉴和超越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

内涵，并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寻找反映中国政治本源特征的概念灵感，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现实特征和本质内涵，最

终形成有中国内涵的比较政治学。 

第二，中国的政治学习与中国的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这一问题的根则在比较政治领域中。比较政治的目的是在国外

先进政治经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二是如何避免政治学习带来的国际权力流失问题。前者是比较政治学内部的问题，后者则需要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共同

来解决。政治学习不可避免地会接受西方的一些知识、价值观或评判标准。大量且长期、不加批判地进行政治学习，客观上

会造成本国知识自信的减弱、国际软权力的下降以及国际交往的被动参与。因此，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政治制度的学习时，要

运用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考察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输出背后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声望考虑。换言之，要运用国家间竞

争的视角来客观看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鉴效果。这一过程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也有帮助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

浓厚的工具理性特征，即以探寻为己获得最大安全和利益的手段为要义。[63]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西方处理国家间关

系的规则是一致的。譬如，当暴力手段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西方国家会不加思考地选择暴力。古代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

时，工具主义的成分要远远小于现代的西方国家。[64]用赵汀阳的表述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点，“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

兼容普遍主义”。[65]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同行在建构知识体系时的问题意识和理性导向，也需要融合古代

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交往理性特征。 

 

五  结论 

 

整体来看，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的理论接近趋势是不容小视的。这种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

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看，学科界限本来是不存在的。对

于同一社会问题，关注的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一些理论归纳的大师们把这些知识系统化，建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

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流派。理论流派创立的过程是学科界定其边界的过程。[66]民族国家对边界的界定产生了与主权相关的两

个功能：对内统治的合法性和对外代表的正式性。学科对边界的界定具有类似的功能，一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理

论大师也因此获得受人顶礼膜拜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或论战时，也可以用学科疆界和话语霸权将对方拒学

术讨论之外。这种学科主权的产生有其进步意义，但同时也使得学科之间产生壁垒，影响了学科之间知识的交流和沟通。正

如全球化不可阻挡一样，知识的流动也是不可阻挡的。学科边界的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知识的流动，但学科为推动其自

身发展往往向其他学科借鉴知识，或侵略其他学科的领地。在因应时势变化的强势知识面前，学科界限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形

同虚设。同时，伴随着人类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体系化，关于某一问题的相关知识会越来越集中，这种集中就会

产生一种同一性，这就出现了本文所论及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同问题。在当前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中，

学术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潮流的。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和细化，但学科的过于细化会导致学科知识的技术化和学科内

容的局限化。学科知识的技术化使得学术研究过多地停留在表面，而学科内容的局限化则导致学科在固步自封中走向衰落。

因此，打破学科间界限和促进学科间通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各学科所面对问题的社会情境和意义指向是相同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解释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前见是一种视界，其构成了理解者自身的诠释学处境，新经验则是另一

种视界，它是与前见不相符合的、新鲜的知识，而人类生活的理解需要在前见和新经验的不同视界之间进行不断的交融。伽

达默尔指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67]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者一般所处的研

究领域构成了前见的主要内容。前见是研究者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般知识和主要知识，但是永远停留在前见的内容上很难实

现知识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另一种视界的新经验的意义则体现出来。对于研究者而言，就需要进入新的学科领域，

并拓展新的知识。但是这些新经验在与传统学科的初期接触时往往会遇到沟通的困难。因此，创新者要真正使这些新经验发

挥出价值则需要不断地推动视界融合。视界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对话的过程。视界融合还暗示了一种学科间对话的伦

理，即在与其他学科对话时，应该允许别的学科知识与本学科的不相容性，对其他学科保持开放，并且在对话中逐渐形成对

世界的共同理解和共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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